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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制度安排理论研究综述(下)

2012-01-10 10:17:06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6期 

   

周冰 钟玉文（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 合肥师范学院经济系）  

    王玉海(2007)明确提出过渡性制度安排持续变革的动力机制问题。他认为，过渡性制度安排持续变革的动力在于转型的主导

者—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企业、个人等微观主体以自身利益增长为目标的活动，以及政府不断为其创造条件和改善条件的行

动。也就是说追逐“即期经济剩余”，以及因制度效率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导致的即期经济剩余的变动构成了过渡性制度安排持

续变革的内在动力。如罗德里克(2010)所言，中国能持续向市场制度变革，避免了印尼“走向麻烦”的经济增长，是因为中国大

体遵从了把经济增长视为制度变革的机遇。但实际上这并不只是政府的主观选择，也不能表明将永远如此，因此需要一种内在的

机制来保证它的运行。对此，周冰(2007)提出，要保证过渡性制度安排能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转换就必须以生产性改革②作为

改革决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规避政府目标与社会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改革，以保证生产性的改革和

利益增加的机制，消除可能的路径锁定，以推进过渡性制度持续演化，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三、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的方向和路径 

 

理论界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在体制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通常与他们对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方向

的看法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往往是与学者们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机制的研究相关的。这方面的文献在观点上存在着显著的

不同，大体可分为四类。 

 

第一种是对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能否以更低的成本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持否定或怀疑的观点。前者如萨克斯、杨小凯(杨

小凯，2003；萨克斯，2000)等，后者如科尔奈(2005；Kornai，2000)等。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以萨克斯和科尔奈为代表的这

些学者探讨的并不是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演化问题，而是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场制度为转型目标的既定前提来讨论渐进改革下诸

如过渡性制度安排能否推进的问题。他们否认转型国家在建立市场制度上其他可能的创新，并且认为经济运行制度与政治制度的

组合关系也都是单一的。他们基本上是以目标来衡量转型方式、转型路径的优劣，否认经济增长与过渡性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

他们对中国渐进转型的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重视即时经济绩效而轻宪政规则的模式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对于通过

过渡性制度安排和中国所选择的改革顺序进行渐进转型能否把中国带入西方市场制度表示怀疑。 

 

第二种观点，虽然也把转型看成是从一个确定的起点到一个先验给定的终点，即把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作为体制转

型既定的前提和目标，但是由于他们赞成渐进的改革方式，因此主要探讨的是改革过程的路径。在罗兰(2002)的研究框架下，过

渡性制度并不是一个关键的解释变量，这导致作者主要是从确定恰当的改革顺序的角度来解释改革的不断推进。至于这是一个什

么样的顺序，他认为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并没有具体的路线图，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选择只是对意外事件和压力的一种即兴反应。

樊纲、胡永泰(2005)则提出，在转型过程中的各项改革措施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演化是平行推进的，而非改完一个领域后再改革

另一个领域的循序渐进。 



 

第三种观点强调市场体制的多元化。如周冰(周冰等，2007，周冰，2008)认为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是多样的，成功的市

场经济体制既存在共性的规则，但也存在一些与各国历史、文化等相关的一些特性制度。由此认为过渡性制度演化的方向并不是

照搬某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现存的市场制度的原型，而要根据现代市场制度的基本特征进行创新，以创造出更加适应本国国情和更

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体制。豪斯曼、怀默霆(Hausmann et al，2008；Martin King Whyte，2009)等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

出类似的观点，他们都反对简单照搬他国模式，主张根据国家自身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等进行市场导向的制度创新。赵志峰(2007)

通过最高(政治)决策者、主管政府和企业的三元博弈来解释国企的演化机制，从主管政府的腐败行为等角度来说明演化方向的多

元性或难以达到彻底的私有产权制度。钟玉文(2010)认为，转型中滞后的风险转移是推动国企产权制度持续演变的直接原因，其

核心动力来自最高(政治)决策者，并试图通过把主管政府进一步细分为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来解释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改革方

向的多元性和与社会公众目标相背的可能性。 

 

第四种观点，一方面强调以经济增长目标来评价过渡性制度、决定过渡性制度变革方向，另一方面强调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

趋势的不确定性。罗德里克主编的论文集《探索经济繁荣》(2010)是一个主要代表。他们通过国别研究得出：虽然政治民主和产

权清晰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单一的市场制度并不一定能带来持续的经

济增长，如印度；然而缺乏良好的公共制度(比如政治民主、清晰的产权制度)时，经济即使有一定的增长，也非常脆弱，如1997

年以后的印度尼西亚；虽然可以把经济增长的目标作为评价和决定过渡性制度变革的标准，但这只是一种价值诉求，经济增长与

向市场制度方向的变革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也不存在必然关系，如巴基斯坦；过渡性制度变革的目标并不是照抄现有的模

式，而是需要反复尝试、针对当地具体条件探索适合自己的完善制度，并强调了探索过程中主观选择的重要性。王玉海(2007)认

为，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演化是通过三个层次来实现的。即利益主体的适应性调整、契约的适应性调整和和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其

中利益主体为追求自身收益增加而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又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在既有制度给定的选择集内的偏好调整，另一个

层次是扩大选择集的调整。利益主体扩展选择集的适应性调整是借助契约进行的。因为利益主体的行为，既有生产性行为又有分

配性行为；而通过契约形成的合作组织，既有创利集团又有分利集团，而且还存在着创利集团蜕变为分利集团的倾向。因此，总

体经济剩余的获得要以制度的适应性调整为保障。 

 

四、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评价：体制平滑转型中的特例还是制度变迁的一般 

 

过渡性制度安排是否具有普遍性？它是体制转型乃至制度变迁过程中都可能出现的一般现象，还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所

采取的特殊的改革策略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对此，在研究转型经济的学者之间存在着分歧。 

 

那些不看好渐进改革的学者，如萨克斯等认为渐进转型的实行是由中国特定国情和初始结构决定的，不适合俄罗斯等其他国

家(转引自文哲，2005)。因此可以推论出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一种只适用于中国体制转型过程的特例。 

 

以罗兰为代表的支持渐进改革策略的学者认为，过渡性制度安排虽然不具有普适性，但是对于诸如越南、中国等国家都是合

适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就可以采取，并探讨了具体的条件。罗兰(2002)从总和不确定性等角度来说明渐进主义策略下

过渡性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或占优性。即只要转型经济满足总和的不确定性，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逐步改革时，这些特定顺序的局

部改革即过渡性制度安排能够提供关于改革的结果的信息，即能够提供人们将从改革中获益的确定性信息，那么就适宜于采取渐

进——制度策略。他也探讨了某些不需要采取渐进改革策略和过渡性制度安排适合大爆炸转型的条件，如他认为对于那些受到地

缘政治强烈影响的一些小国，如中欧的一些国家体制转型就未必一定要采取渐进转型。但是他对适合大爆炸转型条件的讨论只是

一种理论上的假设。钱颖一(罗德里克，2009)把过渡性制度等同于某几个成功的非驴非马的制度，如双轨制、乡镇企业产权制

度、财政联邦制等，也没有意识到它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制度变革模式。 

 

以周冰(2007)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过渡性制度安排是实现体制成功转型的一般性机制，而不是特例。他们提出，从计划经济

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存在三个特征性事实，即转型是一个要持续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转型过程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公共选

择、转型过程存在着总和的不确定性，因此成功的体制转型必然需要通过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实施。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不论是采

取渐进的策略还是激进的大爆炸策略，新旧体制的转换特别是新体制的建立都需要一个逐步形成和完善的适应过程，因此，都需



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来逐步实施。因此，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无论是在

宏观体制层面还是微观组织层面的一般现象。 

 

尽管目前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研究都是与体制转型直接相关，但是从公共决策的角度来研究决策模型的学者们，提出的断

续渐进主义决策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更进一步拓宽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适用范围。林德布罗姆(Lindblom et al，1963)等

人从不确定性和理性有限性的角度论证了完全理性决策的非现实性，并提出一个代替完全理性决策的新的决策模型，即断续渐进

主义决策模型，也被称为断续渐进主义策略(the strategy of disjointed incrementalism)。在这一决策模型下所形成的行动

策略与过渡性制度安排具有相似性，只不过前者研究的是政策、策略，比制度的范围更广泛。这些理论探索也构成了过渡性制度

安排的思想渊源，对过渡性制度安排拓展应用范围具有启迪作用。 

 

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效率，研究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穆瑞尔(Peter Murrell，2008)在新古典均衡分析的框架下

探讨了过渡性制度安排问题，他认为过渡性制度安排虽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但经济绩效却不如均衡制度。也就是说过渡性制度

是低效的，只不过因为该体制下特定主体征选择制度时考虑的是改革成本而不是效率。但是以诺顿(Barry Naughton，2007)为代

表的学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得出中国转型过程中特有的制度形式并非低效，而他们论述的中国在改革不同阶段所实施的渐

进制度变迁与“过渡性制度安排”是类似的。樊纲、陈瑜(2005)认为，从静态(总体)的角度来看，过渡性制度相对于市场体制下

的制度是次优的，但若考虑到体制环境的约束，那么在任一阶段的过渡性制度都是最优的。由此，若把时间历程上的制度环境考

虑进来，把既定的资源下最大的生产能力所构成的轨迹连接起来就构成了制度环境约束下的时间历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那么过

渡性制度就是那些能达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生产能力的制度形式。因此，樊纲所说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虽然相对于理想状态而言

是次优的，但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它是既定体制约束下的最优制度。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过渡性制度安排与适应性效率——中国转型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0BJL0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 

 

①盛洪的文章中同时使用了“过渡性制度”和“过渡性制度安排”两种提法。 

 

②这个概念是由周冰提出的。他认为，任何改革都具有分配效应，但是只有一部分改革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够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改

革就称为生产性改革，否则，就是分配性改革。作为生产性改革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速效、向生产者倾斜、留有接口和后向可加。具体见周冰(2007)。 

 

参考文献： 

 

曹远征，1996：《制度变迁的过渡性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对〈外汇额度的交易：一个计划权利交易的案例〉的评论》，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

的案例研究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詹姆斯·鲁宾逊，2010：《一个来自非洲的成功故事》，载丹尼·罗德里克主编《探索经济繁荣》，中信出版社。 

 

丹尼·罗德里克，2010：《探索经济繁荣》，中信出版社。 

 

樊纲陈瑜，2005：《“过渡性杂种”：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制度转型》，《经济学(季刊)》第4期。 

 

樊纲 胡永泰，2005：《“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经济研究》第1期。 

 

黄少安，1999：《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解释》，《经济研究》第1期。 

 



杰夫雷·萨克斯胡永泰 杨小凯，2000：《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开放时代》第7期。 

 

金祥荣，2000：《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4期。 

 

罗纳德·I·麦金农，1999：《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米切尔·黑尧，2004：《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中国青年出版社。 

 

钱颖一，2002：《第三种视角看企业的政府所有制：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经济导刊》第5期。 

 

盛洪，1996：《外汇额度的交易：一个计划权利交易的案例》，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商晨，2007：《利益、权利与转型的实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谭庆刚，2007：《双重转型中的乡镇企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热若尔·罗兰，2002：《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万举，2010：《转型中的土地产权冲突与融合》，经济科学出版社。 

 

王玉海，2007：《平滑转型推进的动力机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哲，1995：《萨克斯：渐进式改革不是最好的改革之路》，《上海经济研究》第2期。 

 

相勇 章晶，2003：《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思考——“两极制度”还是“中间制度”》，《世界经济研究》第8期。 

 

雅诺什·科尔奈，2005：《大转型》，吴敬琏主编《比较(第17辑)》，中信出版社。 

 

杨瑞龙 杨其静，2000：《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经济研究》第3期。 

 

杨瑞龙，1998：《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第1期。 

 

杨小凯，2003：《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回应》，《经济学季刊》第2卷。 

 

张红宇，2009：《城乡统筹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与中间制度安排》，《中国乡镇企业》第8期。 

 

赵志峰，2007：《转型中的国有企业产权演化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钟玉文，2010，《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逻辑》，经济科学出版社。 

 

周冰，2005：《经济体制转型的平滑模式与突变模式》，《财经论丛》第1期。 

 

周冰，2008：《基于中国实践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构建》，《学术研究》第3期。 

 

周冰 黄卫华商晨，2008：《论过渡性制度安排》，《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周冰等，2007：《过渡性制度安排与平滑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业安，2000：《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经济研究》第5期。 

 

Andersen & Bollerslev(1997), "Intraday periodicity and volatility persistence in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4: 115- 158. 

 

Baillie & Bollerslev(1990), "Intra-day and inter-market volatility in foreign exchange r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3).

 

Goodhart & O'Hara(1997), "High frequency data in financial markets: Issues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4

(2-3):73-114.

 

Granger, C. W. J. (1998), "Extracting information from mega- panels and high- frequency data", Statistica Neerlandica 52: 

258- 272. 

 

Harris, L. (1986),"A transaction data study of weekly and intradaily patterns in stock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6: 99- 117. 

 

Nielsen & Frederiksen(2008), "Finite, sample accuracy and choice of sampling frequency in integrated volatility estimation",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15 : 265- 286. 

 

 

 

 

 

责任编辑：甲午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010-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65；8417786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